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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在书写有限的城市空间范围时，呈现出成人与儿童二者的权力抗

衡。在这类城市书写中，一方面文本呈现出儿童活动区域及范围的多元与扩大，但另一方面相较无边界的

自然，儿童却在有限的现代城市空间中受到更为集中的权力宰制。儿童虽然无法完全摆脱成人透过空间的

权力施展，但他们同样积极协商和建构自我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场域，这也构成了现代童年精神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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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基本社会文化语境之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触及城市这一叙事空

间，尤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涉及城市书写的作
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气候。都市空间作为现代儿

童形成与建构其童年经验的重要场域，其中包含着

空间本身与儿童的关系，以及空间内成人与儿童之

间的权力关系，而这都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情况、现

代童年精神内涵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诚如社会

学家艾莉森·詹姆斯所注意到的，现代童年中的自

主性与规范性呈并行的趋势，即更大的自主性也带

来更多的规范性，人为作息的规训、现代秩序的规训

等，都是成人透过城市空间对儿童实行的权力宰制

形式，作为实施者的成人也往往无法完全幸免于这

种空间下的规训。但从众多作品中，我们更应该注

意到的是当代儿童如何以各种方式在空间内积极与

成人协商，并主动建构着自身的社会性。

一、都市空间与现代童年

在乡土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中，研

究者们倾向于将作者与作品的在地性进行联系考

察，比如曹文轩的苏北、彭学军的湘西、金曾豪的江

南等。但这类“在地性”空间的考察，更多是着眼于

分析所在地的风土人情与作家创作、作品题材、风格

等的内在关联，而较少涉及对特定空间内的成人与



儿童权力关系的探讨，这种关注的缺乏也是由于乡

土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所依托的自然空间的无边界与

无限性。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题材的儿

童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现，童话创作方面，城市题材

丛书《城市童话系列》收录了《狗熊跳舞我拉琴》（戴

臻，１９７７年）、《琥珀城奇游记》（北董，１９９６年）、《猩
猩王非比》（冰波，１９９６年）、《迪斯科旋风》（饶远，
１９９６年）、《蚊子叮蚊子》（周锐，１９９６年）等当代原
创童话作品；香港作家周蜜蜜推出的《都市童话》

（１９９６年）、《神面小公主》（２０１１年）、《数码公主》
（２０１１年）等都市题材的童话作品；王泉根主编的
《都市童话》（２０１１年）作品选，等等。少年小说方
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量作家将笔触伸向了城
市，如《双人茶座》（梅子涵，１９８９年）、《公交车抓狂
记》（管家琪，２００１年）、《沉默的预言家》（孙玉虎，
２０１３年）等短篇小说；《花季雨季》（郁秀，１９９６
年）、《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秦文君，１９９４年）、
《提拉米苏带我走》（郁雨君，２００３年）、《一只狗和
他的城市》（常新港，２００２年）等中长篇小说；以及
近几年出版完结的《夜色玛奇莲》（顾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系列，等等。图画书方面，纵观目前中国原
创绘本的创作生态，总体充满怀旧的乡土风气，但也

有部分创作开始表现当下儿童的城市生活情状，比

如《门》（陶菊香，２０１０年）、《小鱼散步》（陈致元，
２０１０年）等。

周小波在爬梳和分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儿童
文学创作的几大动向时，专门探讨了“都市里的少

年”。她从中国前城市化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入

手，分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少年小说为何在８０年
代才渐成趋势的原因，并将这一时期少年小说作品

中的都市少年形象归纳为四类：一是开放型的，二是

文化型的，三是自立型的，四是迷惘型的。［１］而方卫

平则跨入城市化时期，指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
国城市生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愈加受

到商业文化精神的影响，各类商业消费意象在作品

中频繁出现，商业经济意识在作品情节中普遍渗透，

使得儿童形象呈现出“日常化”“肉身化”和“成人

化”的趋向。［２］除了作品中儿童形象的变迁，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城市书写中，街道、公共交
通、超级市场等城市地理空间也被大量呈现。一方

面，作品中对这些空间的书写不再满足于仅作为具

有功能取向的故事背景，而是渐趋显示出其对形成

当代儿童童年经验在空间意义上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这些城市空间的具体性和边界性，使得身处其间

的成人与儿童的权力关系在特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

之下产生了更为显性的较量。

对儿童而言，带有社会化内涵的空间是构成童

年经验的重要场域，而这种空间既有现实的物理空

间，也有被呈现在儿童文学中的文本空间，后者在儿

童童年经验的形成与建构中起着潜在的深远影响。

儿童文学作为成人对儿童的想象再现，所呈现的是

一个经过成人与儿童协商之后、由双重话语创造出

来的特别空间，所以现实的物理空间在进入文本书

写，成为文本中的空间之后，已经带上了或隐或显的

成人话语权力的影响。那么，成人是如何操控和支

配这些空间中的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儿童在参

与这些权力宰制下的社会空间时，是否有协商的余

地及如何进行协商？

二、无法摆脱的权力规训

社会化是童年的重要内涵，儿童在社会化的过

程中，一方面是社会将他们纳入其中，而在被纳入成

为新的社会成员的同时，那些用来确保社会政治体

系能够持续合法运作的规范与价值也在儿童身上得

到了强化。因此，童年不可避免地被成人的意识形

态所形塑，这其中包含许多需要灌输给儿童的观念

和习惯，也包括对于空间的认知与规范。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城市题材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众

多都市空间景观，比如奶茶店、电影院、咖啡馆、连锁

超市、广场等，显现出当代儿童在都市的活动空间类

别上的日趋多元与范围上的日益扩大。但同时，在

有边界的城市空间范围中，成人与儿童二者的权力

抗衡被更明显与集中地表现，城市书写中的这些都

市空间无一不带有成人权力的宰制，以起到规范儿

童的目的。

（一）人为作息的规训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城市题材的
文本其中一个特征是对现代社会特有的严格作息形

式的呈现，日常城市生活的推进必须以精准、预先的

人为作息为运行的依据，比如公交车、火车、大巴等公

共交通的时刻表、学校里的教学作息、公司的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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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商店的营业时间等，一旦未能按时衔接上某一

环节，个体就容易被抛掷在城市的日常运行轨迹之

外。在作息上对儿童起到直接规范意义的城市空间

主要集中在以家庭、学校为中心的辐射范围内，但与

此同时，儿童在这一空间内受到的作息规训也间接影

响着该群体在其他类别空间的出入限制，比如上学时

间的儿童不被允许出现在学校之外的空间场所。

孙玉虎的《沉默的预言家》［３］中所涉及的空间范

围是家到学校的路途，这是儿童日常生活普遍涉足的

空间范围。作品中刻意写出“我”每天具体的作息时

间点及相应的必然事件：早晨６：００被闹钟叫醒，１０分
钟的时间穿衣洗漱，６：２５准时出现在同学阿怪面前，
然后两人一起结伴上学。他们会穿过五条马路到学

校门口的包子铺吃早点，在那里会遇到一个喜欢坐在

招财猫下面的大叔，吃完早点从包子铺出来又会遇到

一个迎面走来穿第１１９中学校服的女生。故事中的
“我”试图打破现有的日常秩序，用未编排的台词去

和１１９中的女生对话，假装按时出门上学却去往火车
站，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去北极村而选择了山西的一个

古城作为目的地，但这一切努力却一点点被消解，生

活仿佛仍旧处在一个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这个故

事的最终落脚点没有直面“作息规训”的问题，但

“我”在火车旅途中的经历已经透露出这种规训的无

处不在与无法抗拒。虽然“我”购买的列车票不是去

北极村的，但“我”在旅途中发现乘坐的列车也并非

是去山西，于是决定提前下车，到头来却发现，依旧被

神秘导演按照应有情节中“我”的意愿来到了北极

村。在常新港《一只狗和他的城市》［４］的“妈妈家庭”

中，妈妈对家中的四个孩子有严格的作息规定，而

“我”作为一条原先生活在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区域的

狗，在进入城市成为一名城市少年之后，开始受到各

种作息的规训。成人借助作息，宰制儿童的生理本

能，妈妈规定家中假期时的晚饭时间是六点，上学时

的晚饭时间是五点半，面对初来这个家庭的“我”的

饥饿，妈妈也只破例退让了一次。

城市空间下的日常作息规训着生活在这期间的

儿童，但与此同时，儿童也有意识地在利用这一规训

形式本身。成人制定的对儿童的作息规训，甚至成为

儿童之间互相规训的工具。常新港的《一只狗和他的

城市》［４］中，胡生明知道每天晚上八点钟妈妈要督促

大家洗澡、九点要上楼检查大家是否躺上床，他却霸

占楼上唯一的卫生间，试图借助成人权威统摄下的作

息规训，来实现对“我”、大豆子、豆子和小小的权力宰

制。不仅如此，儿童也懂得利用作息的规训来挑战成

人在此空间内的权威性。周蜜蜜的《数码公主》［５］

中，邱天继算准父母上班的时间，带着另外两个离家

出走的小孩波子和小怡坐反向的公共巴士返回家中，

拿冰箱里的食物补充体力。可见，作息的规训作为现

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特质之一，不仅体现在上述对儿童

的规训上，成人往往也无法幸免，而儿童亦能借此实

现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反拨”。

（二）现代秩序的规训

日常的作息是现代社会的表层运行模式，而现代

秩序则是统摄整个城市脉络的内部力量。对比城乡

二者不同的人口组成方式，乡土社会人群的组成方式

更多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而城市社会虽然在前期有

一些所谓的在地居民，但更主要是依托社会秩序本

身，即户籍制度来架构和规范城市族群的组成与结

构。儿童向来被视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因此不可避免

地受到主流群体成人所制定的秩序的规训。

《一只狗和他的城市》中秩序的规训体现在家

庭关系的组成上，最鲜明的体现是“我”刚到“妈妈

家”后警察的表现，他一直向“我”强调“手续”：“在

我还没有跟你的妈妈办完你的手续时，你还不能在

这间屋子里任意闲逛”［４］１０１，及“我再说一遍，在我

还没给你办完移交手续之前，你还没有权力动这间

屋子里的任何一样东西”［４］１０１。故事中的“妈妈家”

不是由血亲关系组合而成的家庭，这里的妈妈不再

嫁人，负责监管和照顾经由“手续”移办的孤儿们，

在此，是秩序而非血亲将他们纳入在一个屋檐之下，

并从此受制于家庭组织关系的规训。而郁秀的《花

季雨季》［６］中秩序规训的具体表现是户籍制度，没

有深圳当地的户口，日常生活会遭遇一系列问题，比

如住房、煤气、入学等等。谢欣然与高她两级的唐艳

艳同是跟随家人从上海迁至深圳的九中学生，对这

两位初中生而言，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影响莫过于高

考的地区户籍限制。谢欣然切切实实住在深圳，但

是因为自己是个“没深圳常住户口的中学生”［６］４６，

她觉得深圳不属于她。为了能拥有深圳的户口，欣

然只能陪同父亲去王局长家送礼求情，“向来以文

明、开拓、创新自居的深圳怎忍心让一个女中学生如

７１第４期　　　　　　　　项黎栋：规训与协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城市书写



何无可奈何”［６］１３７。现代秩序在实现对儿童空间上

的规范的同时，成人能够幸免吗？曾经在欣然心中

伟岸的父亲，也因为户口的事情不得不向别人低声

下气求情。

再看戴臻的城市童话《鼻子》［７］，该篇作品借助

都市动物的形象，触及到了更深层的现代秩序，展现

出其对现代人的整体规训现象。处于狭窄的城市空

间里的大象一家，因为新生儿小象的出生，原先夜间

睡觉时用来搁置鼻子的空间被小象占据，为此大象

很苦恼，他曾试图把鼻子放在屋外，却被判私设路障

而罚款。他向负责处理城市公民事务的鼠大爷提出

了自己的住房申请，负责处理此事的表决委员会针

对大象的住房申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按照少数

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议，但这个表决委员会看似

是由几名委员组成，实则仅仅是鼠大爷形象的镜面

反射：鼠大爷站在一面奇怪的镜子前，镜子中出现了

许多个与他一模一样的鼠大爷作为委员会的成员。

大象只从表决秩序运行表面看，觉得鼠大爷是真心

实意想帮忙，“但既然是表决，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

尊重的”［７］３０，于是大象的住房申请被搁置了。现代

秩序发展出的高度的“行动的中介化”［８］，很好地遮

蔽了其本身的残酷与荒谬。

三、协商的方式与“余地”

新兴童年研究肯定儿童的社会行动力，承认儿

童是拥有自主权力的个体，而非成人期之前的过

渡［９］，同时，这里所指涉的儿童主体性，不是指通常

意义上的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是强调儿童具

有主动性和社会主体地位。儿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

到成人在空间内的监控和规训，但他们也已具备一

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意义，在成人与儿童的权力关

系中具备一定的协商能力和“余地”。

（一）大众媒体的积极受众

大众媒体的兴盛发展引发了当下对儿童媒体素

养教育问题的担忧，即当代儿童在广泛接触诸如电

视、网络等大众媒体时，应该如何去辨识其中的信

息，有意识地去除其中潜在的负面影响。而这个担

忧其实正回应了大部分有关大众媒体与儿童关系研

究的主流观点倾向，即儿童是受制于媒体内容的制

作者与传播者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电视受众研

究方面的主导理论则倾向受众群体的主动性，代表

性的理论是霍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现实中受
众解读电视信息可能出现的三种解码立场：霸权模

式、协商模式和对抗模式［１０］，他的理论基点是“文本

的意义不是‘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１１］。虽

然霍尔的解码模式在提出当时是指向成人受众的研

究结论，但检视当下大众媒体的新兴受众群体儿童，

他们也同样具备一定的主动性，在对电视信息解码

的过程中展开一定程度的协商甚至是对抗。

低幼年龄段的儿童更多是偏向借助大众媒体持

续形成对新事物的认知，但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他

们已经更多地进入对这些信息的有效解码阶段。郁

秀的《花季雨季》［６］中，刘夏通过观看电视、电影、杂

志等，对“婚外恋”“第三者”这些概念完全不陌生。

刘夏接收电视等大众媒体所传递的对现实中“第三

者”的定义，但她在接收时对该影像信息加以适配，

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示反对。当她在现实中看到父母

关系的“第三者”时，她采取了由自己主导的认知立

场，而非大众媒体所定义的对第三者憎恨、厌恶的态

度。她部分修正该影像的定义，表示出自己对那位

阿姨的喜欢，继而理解父亲及父母婚姻关系的裂变，

属于霍尔提出的协商式的解码模式。可见，作为受

众的儿童在城市的媒体空间内是具备一定的主动性

的。再看晓旭在日记中所呈现出的带有明显对抗性

的解码方式：

现在的儿童片真没劲儿，我只能用“儿童

片”来形容一些包括反映中学生的作品，都是

有几个好学生，几个坏学生，几个从坏变好的学

生，这些仿佛就是小说的架子。情节也是俗套

得不得了。无非是一个学生犯了错误，许多老

师都拿他没办法，来了位慈母型的好老师，接下

来就是这位老师一系列的“感化”工作，譬如带

病上课，在课堂上往嘴里塞药片；冒雨去学生

家里补课，扔下自己正发烧着的孩子不管；中

午学生没有饭吃，把自己的盒饭让给学生……

之后学生大彻大悟，重新做人了。老师用“慈

母的温暖感化了他那颗冰凉的心”（这都是小

说的原话）。这类作品太没意思了。［６］１５

当然，儿童除了在受众位置上展现出面对大众

媒体的积极能动性，当前网络科技的发展更是使得

儿童拥有众多机会和平台表达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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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的儿童漫游者

埃里克·楚帕尼拉借波德莱尔、本雅明等人的都

市漫游者理论，发展出“儿童漫游者”的概念，认为这

一儿童形象是由漫游者概念中的“凝视”与“惊奇”潜

在召唤出来的，“本雅明所见的城市既充满乡愁氛围，

又带着新奇之感，而儿童就成为体现这两者的意象。

因此，儿童的形象如同艺术家一般，成为都市漫游者

的核心概念：漫步街道时带着批判性的凝视和惊奇，

像个孩子一般”［１２］。在城市空间下的成人与儿童权

力关系中，儿童可能采取漫游者的姿态，通过对现有

空间的灵活运用，来实现协商的“余地”。

在陈致元的图画书《小鱼散步》［１３］中，小鱼出

门替爸爸买东西，与日本经典图画书《第一次上街

买东西》［１４］不同，小鱼本来就是想出门玩，只是顺便

帮爸爸买下鸡蛋，因此小鱼不像林明子笔下的小女

孩那样紧张、无措，因为嬉戏和闲逛才是小鱼出门的

主要目的和状态。于是，城市的街巷成了小鱼一个

人玩耍的舞台空间，而这一空间的具体意义和功能

也完全取决于小鱼。她先是沿着地上投射的屋顶的

边缘行走，煞有介事、小心翼翼地，仿佛是在马戏团

里走高空钢丝；接着她躲在墙后面学狗叫，像是在

表演模仿秀，想要与画面前景中趴在地上睡觉的狗

对话；然后她在地上捡到了一颗蓝色的弹珠，透过

弹珠往外看街巷，空间再度转换，眼前的景观全是蓝

色的，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小鱼觉得自己此刻是里

面的一条“小鱼”；她踩着脚下的树叶，觉得发出的

声音像是有人在吃饼干；随后她在树下捡到一副眼

镜，眼前的空间景观又一次被转换，呈现出朦胧、怀

旧的氛围；然后小鱼来到商店，摆出妈妈的架势向

店铺老板买东西。可见，在小鱼与她所处的街道空

间关系中，她是一名具备积极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

能够主导自己的角色、改变空间的功能与意义，展现

自我的主体性，在即兴而又多样地挪用和改换空间的

意义中，协商她作为个体在这一社会空间里的位置。

当然，儿童漫游者与成人的都市漫游者形象不

尽相同，刘凤芯曾就彼得·席斯图画书中的主人公

形象具体分析得出，虽然儿童能参与城市的观察和

反思，拥有漫步的能力和敏锐的感官体验，但其活动

范围仍受到成人的监控，漫游的目的也需要具备合

理性才行。［１５］《小鱼散步》中这种“行动需要获准”

的现象通过小鱼事先询问的方式来表现，她问爸爸：

“下午了，我可以出去玩吗？”，作为儿童的小鱼给出

行动的时间和具体理由，然后作为成人的爸爸予以

批准。即使成人透过空间对儿童的规训确实存在，

但更应该看到儿童采取都市漫游者的姿态，在城市

空间中协商权力“余地”与社会意义的积极努力。

此外，凯里·玛兰还对这一“都市漫游者”概念

在儿童文学中的外延意义做了探讨，提出“新都市

漫游者”概念，既保留最初都市漫游者形象的特质，

即凝视与惊奇，同时又考虑到后现代与全球化带来

的变化，特别吸纳旅游与消费这两个影响因素来发

展这个概念。［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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